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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女性劳动参与研究
刘子琰

银川科技学院，宁夏回族自治区，750021；

摘要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深化的背景下，女性劳动参与率整体呈下降趋势，性别不平等问题依然以更为隐

蔽的形式存在。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，依托“两种生产”理论和妇女解放理论，对性别分工的

历史演变、制度根源与现实表现进行梳理与分析。本文指出，性别分工是导致女性在家庭与社会劳动中地位边缘

化的主要原因，无酬化家庭劳动则限制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发展机会。由此，本文从家务劳动社会化、市场

化与“亚洲型解决方式”三大路径出发，结合中国具体国情，提出应从经济发展、文化建设、法律保障与舆论引

导等环节共同推进家庭劳动分工转型与劳动力市场性别平等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与“自由人的联合体”目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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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

男女平等是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。马

克思主义认为妇女是社会劳动过程中的重要主体，与男

性同为社会物质与精神文明的创造者，理应拥有同等的

人格、地位与权利。这种平等是妇女解放的最终目标。

当前性别不平等依然存在且日益隐性，招录、晋升与薪

酬不均时有发生。根据《2023国家公务员招考性别歧视

报告》，近四成岗位有性别限制，且偏好男性的比例是

女性的 1.33 倍。这种结构性不平等阻碍妇女自由发展，

与现代化进程背道而驰。

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 Saadia Zahid 指出，2024

年，全球性别差距仅有小幅缩小，但性别平等仍需五代

人努力。根据全球性别差距报告，2006 年中国女性劳动

参与率为 69%，2024 年降至 63.7%，而同期男性由 82%

降至 78.2%；同时，女男劳动参与率比值由 2013 年的 0.

88 下降至 2024 年的 0.815（图 1），表明中国女性劳动

参与率一直低于男性，且差距不断增大
[1]
。这种劳动与

经济参与的性别差异是全球普遍面临的挑战。麦肯锡全

球研究院估算，亚太地区女性劳动力实现充份参与可带

动区域 GDP 增加约 4.5 万亿美元，其中中国增量近 2.6

万亿美元
[2]
。这表明推进劳动力市场性别平等不仅有助

于女性发展，更将显著促进整体社会经济发展。

图 1：中国女性、男性劳动参与率及其性别比率（2016-2024）

本文将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，揭示劳

动力市场性别不平等的深刻原因，批判现有理论与实践

不足，结合中国具体国情探索推进性别平等的新路径，

为全面妇女解放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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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主要影响因素

学术界指出，女性劳动参与率主要受人力资本投入、

婚育状况与社会性别规范等因素共同作用
[3]
。教育通常

对劳动参与有正向作用
[4]
。随着我国女性受教育程度逐

渐超过男性，其劳动参与率却未显著提升，这可能是由

于教育在增加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机会同时，又通过

“替代效应”使部分女性因家庭责任退出
[5]
。除此之外，

生育、抚养和养老均对女性劳动参与产生负面影响
[6][7][8]

。

一项实证研究指出，与无配偶与幼孩的女性相比，有配

偶与幼孩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均显著下降（分别下降 16%

和 14.6%），而已婚有幼孩的男性则上升
[9]
。这种无酬

家务与照料负担的应有价值未被社会承认，同时致使妇

女在求职、晋升时处于不利地位。关成华和左玲估算，

北京无酬家务劳动价值约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10%
[10]
。而

中国女性每日无酬劳动时长为 3小时 48 分钟，为男性

的 2.55 倍
[11]

。由性别分工导致的无酬家务负担不均，

成为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与表现的重大阻碍。

2 马克思主义批判视角下劳动力市场性别不平

等的根源：性别分工

2.1 性别分工的本质：两种生产理论

纵观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相关经典文献及著作，两种

生产理论在其中均有涉及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类社会

有“两种生产”,“一方面是生活资料...及为此所必需

的工具的生产;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,即种的繁

衍｡
[12]

”生产与再生产共同推进社会发展，人们的生活

总是”受着这两种生产的制约。”

早在《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》中，马克思指出生

产力，“包括物质生产力与人的创造力”,是社会发展

的基础
[13]
。恩格斯在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起源》中揭

示，“最初的阶级压迫与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”，

随着一夫一妻制和私有制形成，“家务由公共转为私人”，

“丈夫成为资产者，妻子沦为无产者”。在这一过程中，

再生产虽为生产提供必需的人力基础，但这种由女性承

担的无偿劳动却未获得与生产劳动同等的价值承认，故

而，资本社会中女性实际上承受着阶级与经济的双重压

迫。

两种生产理论揭示出生产与再生产是社会生产不

可分割的一环，生育、养育与照料等家庭劳动是整体生

产的基础，只有承认它们的价值，才能推进性别平等与

社会整体发展。

2.2 私有制下的性别分工与女性压迫

《起源》指出，随着生产力发展与私有制形成，两

性地位由平等转为从属
[12]
。最初“分工是纯粹自然产生

的”，且“只存在于性别之间”，男女均在生产中占有

主体地位，共同生产与使用劳动成果，家庭内不存在统

御与压迫。随着生产力提高，生产资料“的全部剩余都

归了男子；妇女参加它的消费，但在财产中没有她们的

份儿”，男子劳动被赋予主要价值，妇女劳动沦为附属。

这种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性别分工模式一直延续到现

代社会
[14]
。具体表现为两者共同参与社会生产时，男性

承担起外出谋生养家的责任，其社会劳动价值是不可或

缺且高度赋值的，女性则因生育与家务牵绊，职业晋升

与薪资均处于不利地位，被认为依附于男性。

性别分工由此渗透到现代生产领域，与家庭内部分

工高度结合。截至2022 年，全球有近 24亿适龄女性缺

失与男性平等的经济机会，86个国家有女性就业限制，

95个国家未实现两性同工同酬，且管理层和技术岗中男

性比例普遍更高
[15][16]

。“丈夫的责任是赚钱，妻子的责

任是照顾家庭”“女性工作好不如嫁得好”等传统观念

显著降低女性的就业机会与薪资水平
[16]
。这种由性别刻

板印象与家庭内分工共同作用所致的结构性不平等，表

现为女性为承担再生产责任而牺牲工作时长与稳定性。

高薪行业或岗位对于劳动力的工作时长以及即刻响应

时间要求更高，这种时间间断与不稳定性导致女性荒废

原有技术或被淘汰，由此形成不利于其职业发展的恶性

循环
[17]
。

3 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与性别平等的实现路径

3.1 家务劳动社会化

由前文分析可知，性别分工在家庭内部甚至于整个

社会生产体系中均阻碍了女性平等参与社会劳动。“只

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

事家庭的私人劳动，那么妇女同男子的平等，现在和将

来都是不可能的｡”
[12]

只有当女性“可以大量地、社会

规模地参加生产，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”时，

女性解放才得以实现。

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依赖现代大工业和家务劳动社

会化。现代大工业为女性提供更多获得报酬的机会，与

此同时，家务劳动的社会化能够减轻妇女的家务负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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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其更有精力参与公共生产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中国共产

党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为指导，结合中国具体国

情，“利用国家政权通过立法赋予女性与男性平等的权

利促进了女性性别主体意识”的萌发，并确立了女性进

入公共生活的合法性
[18]
。这一时期，国家大力宣传性别

平等观念，鼓励妇女从家庭中走出来参与生产建设。同

时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推进家务劳动社会化，“以

国家为主体，低水平、广覆盖地提供生产与生活服务”
[19]
。建立公共食堂和托儿所，将家庭所承担的一部分家

务劳动“转移”，赋予妇女更多时间和自由参与到国家

工农业生产中。

从理论层面来看，家务劳动社会化有助于女性平等

地参与生产、获得报酬，为其自由发展提供条件。然而，

实践中家务劳动的社会化是不彻底的。计划经济时期，

未完全由社会提供的家务，如衣物的缝补与家人的照料，

仍由妇女承担，致使其身抗生产者与家务者的双重责任。

对此，一批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学者指出，马克思主义妇

女解放理论实际上忽视了家庭内部结构对妇女所造成

的压迫
[20]
。沃格尔认为“恩格斯关于女性受压迫观点的

不完善”体现在“他断定‘家庭中的义务’天生属于女

性，将一直由女性承担”
[21]
。即便家务劳动实现社会化，

女性市场劳动力表现仍将受到制约，致使女性全部劳动

价值无法被彻底估量。换言之，若不从家庭内部彻底消

除这种仅对女性所附加的责任，劳动参与中的性别不平

等将持续存在。

3.2 家务劳动市场化

随着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进，家务劳

动的市场化随着家务劳动社会化发展而兴起。家务劳动

市场化属于家务劳动社会化的一种形式，主要是将家务

劳动转化为商品进行交易。这种方式依赖家庭付费购买，

若劳动报酬较高，部分家庭经过权衡后仍会选择由“全

职妈妈”承担家务，从而未能从根本上提高女性整体劳

动参与率。

除此之外，国际实践表明，家务劳动的市场化需要

以较大的贫富差距和移民群体为基础，如美国、新加坡

等国家。这种模式实际上依赖于低薪女性提供家务服务，

容易沦为资本主义和经济主义的附庸，进而加重性别分

工。这种由文化塑造所致的“由女性承担特定岗位”的

安排，无法从薪酬差距的角度实现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

平等与全面妇女解放。

3.3 家务劳动的“亚洲型解决方式”

除家务劳动社会化与市场化外，东亚地区还普遍存

在由家庭成员（主要由长辈）承担育儿与其它家务责任

的“亚洲型解决方式”
[20]
。这种方式在一定时期内可以

减轻女性负担，为其提供更多参与社会劳动的机会。然

而，依赖于长辈的身心条件和期望，一旦长辈无心或无

力继续承担，家务责任又会重新落回母亲身上。此外，

“亚洲型解决方式”无法彻底缓解家庭劳动中的另一重

大负担，即老人的照料与护理。

家务劳动社会化、市场化与“亚洲型”模式均在一

定程度上减轻了女性所承担的家庭负担，促进其地位与

经济能力，但这几种方式均未彻底改变女性作为再生产

劳动承担者这一结构性事实。除生育本身，性别之间所

存在的生理差异并不必然决定谁适合从事家务劳动。想

要彻底消解这种“性别分工”的观念，需要依赖于社会

结构转型。这种转型是实现劳动力市场中女性获得同工

同酬及妇女全面解放的前提
[22]
。

4 理论反思与启示

马克思与恩格斯揭示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，为推进

性别平等提供了科学路径，其倡导的妇女重回社会生产

与家务劳动社会化，为中国实现妇女解放提供了重要指

导。但这些理论未能足够关注文化与法律等因素，以及

妇女主体性的培育。本文提出从经济、文化和法律多个

层次综合推进性别平等，赋予女性主体地位与发展能力，

最终实现全社会共同发展。

4.1 促进经济发展：构筑妇女解放基石

恩格斯指出，妇女沦为附庸源于生产关系的转变，

只有让妇女广泛参与社会生产劳动，才能彻底获得解放。

中国在消灭私有制后，妇女劳动参与率大幅提升，为性

别平等奠定了基础。随着经济与科技的发展，家务负担

虽依旧抑制着已婚已育女性的劳动参与表现，但智能化

设备可以减少家务所消耗的时间和精力，经济蓬勃发展

可以为女性提供更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机会。这种转变

有助于妇女实现经济独立，与现代生产共同发展。

4.2 改善文化环境：倡导自立自强意识

妇女解放离不开主体意识的培塑。当前，传统性别

歧视观念依然存在，阻碍女性价值实现。需要通过教育

和宣传培育性别平等观念，塑造现代性别文化。这包括

从基础教育入手培育平等价值观，同时通过宣传杰出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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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事迹消除性别刻板印象，激发女性自立、自强的主体

意识，促进女性群体社会层面的意识觉醒，为推进性别

平等营造良好文化氛围。

4.3 健全法律法规：保障劳动妇女权益

恩格斯有预见性的指出，现代家庭中丈夫对妻子统

治的独特性质，只有当双方在法律上完全平等的时候，

才会充分表现出来
[12]
。法律赋予男女平等权利是实现性

别解放的基础。我国宪法和法律均确认男女权利平等，

但实际中，实施力度不到位，用人单位对女性的歧视依

然存在。这种差距需要通过持续制定具体法律法规、查

漏补缺，健全执法机制，以及为女性提供法律援助等方

式弥补，彻底保障女性就业的合法权益。

4.4 树立舆论引导：强调家庭劳动共担

恩格斯指出，现代性别分工实际上是在生产关系转

变时固化形成的。当前需要通过舆论宣传和价值培育，

摒弃“男主外、女主内”的陈旧观念，培育共同承担家

务责任、共同建设家庭的新价值观。这将有助于进一步

发挥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价值，深度参与现代化事业，

在党的带领下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贡献巾帼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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